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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证研究回任人员情感承诺对知识转移的影响，探讨知识传播动机和人际信任倾向在上述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并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对全国不同地区的26家跨国公司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到127份有效问卷。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情感承诺对回任人员知识传播动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且知识传播动机对知识转移产生正向影响；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与知识转移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人际信任倾向在知识传播动机与知识转移之间起着调节作用。拔靴法分析结果表明：人际信任倾向越强，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与知识转移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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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Repatriates’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ve Motivation on Knowledg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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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repatriate's affective commitment on knowledge transfer. Several hypothese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 disseminative motiv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terpersonal trust propensity, and then a theoretical model was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test the model, 127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26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The model was tested based on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affective commitment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knowledge transfer.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motivation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hat interpersonal trust propensi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disseminative motivation and knowledge transfer. By employing the bootstrapping method, we also find that the higher interpersonal trust propensity is, the stronger the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knowledge transfer will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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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所面临的竞争环境日益动态化、复杂化和不确定化，跨国公司为了在这种环境下获得长期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进行持续竞争优势的塑造。知识是企业构建持续竞争优势的真正源泉[1]。回任人员大多是跨国公司的杰出人才，拥有丰富的海外知识和经验，是跨国公司塑造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由于个体在积累和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付出了相应的时间、精力和财富等代价，常常不能像管理者所期望的那样，主动、无私地把个人经验、秘诀等贡献出来[2]，因此，回任人员也可能不会自发地在母公司内部分享其在外派期间积累的海外知识和经验。另外，全球流动趋势报告显示：22%的外派员工在外派期间离职，回任后当年离职率高达24%，次年离职率为26%[3]。说明这些回任人员对跨国公司情感依附度不高，不愿为之继续服务，竟而导致他们所携带的海外知识和经验无法有效转移，最终影响跨国公司整体竞争优势的提升。为了充分发挥知识转移对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提升作用，如何促进回任人员在母公司内部自发有效地进行知识转移成为众多管理者和学者关注的热点。
组织行为学理论认为，动机是行为的先导，回任人员没有强烈的动机是不大可能转移知识的，即知识传播动机是回任人员贡献知识的重要前因。目前学者对知识传播动机与知识转移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传播动机对知识转移的预测作用。例如，Oh[4]研究得出，动机能够预测网络环境中个体向他人共享信息、知识和经验等行为意图；Yan等[5]也认为，知识传播动机在预测个体的知识贡献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知识传播动机对知识转移的作用机理，主要讨论知识传播动机是如何影响知识转移的，这种影响又是怎么样的。例如，Akhavan等[6]指出，有效鼓励员工共享有价值的知识能够提升和维持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知识共享动机，反过来也会增强知识共享行为；Osterloh等[7]认为个体知识传播动机对显性知识转移和隐性知识转移的影响是有区别的；王娟茹[8]74研究得出个体知识传播动机对隐性知识转移的影响大于对显性知识转移的影响；另外，Hansen[9]研究指出，信任通过促进双方的转移意愿增加知识转移容易性；徐海波等[10]指出，个体知识转移意愿的高低取决于个体对知识转移的风险、代价、预期收益的主观感受。人际信任倾向能通过影响参与者的心理过程而降低对知识转移的风险感和代价感，提高其预期收益感，进而增强参与者的知识传播动机。汪永星等[11]指出，基于不同情景的人际信任倾向能通过提高个体间的知识转移意愿而促进知识转移。上述研究在说明个体知识传播动机对知识转移的作用路径过程中，也指出了人际信任倾向能够调节知识传播动机与知识转移的关系。
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研究表明，情感承诺是理解员工心理态度和行为选择的重要前因变量。知识传播动机是指回任人员向母公司内部成员或母公司分享自身知识的心理倾向。知识转移指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通过沟通交流，使知识从个人经验层面转化为企业知识层面，并应用到实践过程中的一种行为。因此，情感承诺能够影响回任人员的知识传播动机和知识转移。具有高情感承诺的员工对组织有强烈的归属感，打心底认可组织目标和价值观[12]，尽力使自己的成绩超出组织的最佳预期[13]；此外，高情感承诺员工与低情感承诺员工相比，前者具有更好的出勤记录、更长的工作任期和更强烈的自愿作为，更容易产生组织公民行[14]。为了使回任人员在母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成为一种组织公民行为或利他行为，高情感承诺的作用价值是巨大的。但是目前学者对回任人员的情感承诺与知识传播动机和知识转移的关系的直接研究比较少，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情感承诺的前因及其对工作满意度、工作积极性、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等影响方面[15-19]。
虽然目前许多学者对知识传播动机与知识转移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缺乏情感承诺对知识转移的影响机理的研究。本研究认为，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对知识转移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研究运用实证研究法，以回任人员的回任管理实践为切入点，研究情感承诺对知识传播动机、知识转移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人际信任倾向在知识传播动机与知识转移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揭示情感承诺对知识转移的影响机理及重要作用，为企业建立相应的回任人员知识转移激励机制提供依据，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回任人员的作用，促进回任人员的知识向母公司知识层面转化，增强跨国公司的国际核心竞争力。
1  研究假设
1.1  情感承诺与知识传播动机
组织承诺是指员工随着对组织“单方投入”的增加而产生的一种甘愿全身心地参加组织各项工作的感情[20]。Meyer等[21]63认为组织承诺作为一种精神状态或者一种心理状态，不仅反映了员工对组织价值和目标的认同，而且反映了员工对保持组织成员资格的渴望、需要和义务感，由情感承诺、持续承诺和规范承诺3个部分组成。情感承诺作为组织承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员工工作动机的一个重要方面[21]67。情感承诺是指员工对组织的情感依恋[21]64。本研究的情感承诺是指回任人员对母公司及其目标的认同和情感依附，并愿意留在母公司继续服务和贡献的一种心理状态[22]。
情感承诺作为一种连接回任人员与母公司之间的心理纽带，是一种非强迫性的自发性态度，也是激发回任人员知识传播动机的重要因素。具有高情感承诺的回任人员，服务组织的意愿更强。Becker等[23]研究指出，一旦个体对组织形成了一种积极的情感依恋，为组织付出额外努力的意愿更强烈，如知识共享。这是因为情感承诺高的回任人员能够感知到组织对其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支持和关心，根据互惠原则，他们会有更强的知识共享动机和更多的知识共享行为回报组织，愿意以公司的繁荣发展为己任，为实现组织目标贡献自身知识和才能[24]。此外，Black等[25]指出，情感承诺是员工保持高工作绩效的重要原因，组织应该重视对员工情感承诺的培养。具有高情感承诺的回任人员会将知识分享当作是个人绩效实现的过程，因而其知识传播动机更强[26]。回任人员的情感承诺越高，意味着对母公司的信仰、价值观和目标有较高的认同，对母公司内部成员的信任程度高，更倾向于向组织内部成员分享其海外知识和经验，如果这些员工离开组织，对组织造成的隐性知识的潜在流失将会减少[27]。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回任人员的情感承诺对知识传播动机有正向影响。
1.2  知识传播动机与知识转移
动机是个体行为的内在驱动力[28]。动机是一种激发、激励、引导和维持个体行为和绩效的心理过程，可以理解为激发个体执行或实现所需任务的一种过程[29]34。因此，动机有助于理解员工的行为。知识传播动机是指个体基于某种目标，将知识积极主动地传播给他人的心理倾向。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源，以人为载体，无法监控和强迫，需要个体自愿和主动地将知识传播给他人。低动机员工较少关注工作，推卸责任，欺瞒上司，甚至当有其它工作机会时断然离职；然而，高动机员工工作更有创新性、更有效率，工作质量更高[29]41。因此，知识源知识传播动机越强烈，知识转移越容易发生[30]。
知识难以转移，除非知识代理人（外派人员或回任人员）有足够的动机转移知识[31]。也就是说，回任人员作为母公司具有丰富海外经验的员工，其知识传播动机，即是否自愿将海外经验传授给母公司内部成员是知识转移成功的关键[32]。Huang等[33]研究指出，回任人员的知识转移行为将会受其知识传播动机的影响。这是因为知识传播动机影响回任人员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意愿、态度和行为，并最终推动知识转移成功[8]75。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回任人员知识传播动机对知识转移有正向影响。
1.3  人际信任倾向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认为知识传播动机较高的回任人员更有可能将自身知识传播给母公司内部成员，我们推测这种心理倾向与最终的知识转移行为还可能会受到人际信任倾向等个体或情境因素的影响。人际信任倾向是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具有的愿意信赖他人的一般性倾向或程度[34]。Betts等[35]指出，人际信任倾向是个体与他人形成亲密关系的重要条件，信任倾向高的人比信任倾向低的人更容易与他人发展亲密关系，更愿意在组织内部进行知识转移活动。Dirks等[36]的研究显示，信任能够调节动机与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高祥宇等[37]认为，信任能够减少双方的防御性行为，增进双方的认同，调节内部动机与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这些文献表明，知识转移双方的信任水平能够激发双方的知识传播动机并维持其知识转移行为。
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在文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和心智模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人际信任倾向能消除上述差异的干扰，使知识转移变得更加顺畅。此外，回任人员在国内的社会交际网络会因外派而产生断裂，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的支持，如果回任人员对母公司内部成员的信任倾向高，将会快速地与母公司内部成员建立亲密的关系，减少回任人员对母公司内部成员的防御性行为，降低知识转移预期风险。同样，如果母公司内部成员对回任人员的信任倾向高，会对回任人员的行为作出积极的预期，消除个体情绪因素对回任人员所提供的知识的抵触，减少对所获知识的验证，促进知识转移成功。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人际信任倾向调节知识传播动机与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人际信任倾向越高，知识传播动机对知识转移的正向作用就越强。
在以上的论述中，假设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与回任人员知识转移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且人际信任倾向会强化知识传播动机对回任人员知识转移的正面影响（调节第二阶段的影响），但并不会影响情感承诺与回任人员知识传播动机之间的正向关系（不调节第一阶段的影响）。根据这些假定，可以进一步地推论，人际信任倾向越高，情感承诺通过知识传播动机对回任人员知识转移产生的正面效应（间接效应）就越强，即回任人员的人际信任倾向越高，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与回任人员知识转移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就越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人际信任倾向越高，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与知识转移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就越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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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收集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跨国公司中具有外派经历的回任人员。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SPSS19.0统计软件，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与效度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多层次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回任人员的情感承诺、知识传播动机与知识转移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最终的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基本情况和测量量表。基本情况是为了了解跨国公司的性质、所属行业、规模以及被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和职位等基本信息，涉及题项9个；测量量表是问卷调查的主体内容，是有关所有研究变量的测量题项，共12个。测量量表题项采用Likert 5级量表法进行设计，其中，“1”表示非常不符合，“2”表示不符合，“3”表示一般，“4”表示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样本主要依靠MBA、MEM、EMBA、硕博士等来通过现场发放纸质问卷或QQ、微博、电子邮件等发放电子问卷，保证问卷由符合条件的人来填写。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期间，正式调查分别向我国西北地区、东南地区和华南地区的26家跨国公司的回任人员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52份，剔除问卷填答逻辑有误、遗漏太多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共127份，回收问卷有效率64%，满足数据处理的需求。通过对被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和职位等基本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回任人员男性占比（55.1%）大于女性占比（44.9%）；从年龄结构看，30岁以下的占了31.5%，30～40岁之间的占了52.8%，40岁以上占了15.7%，可以看出青年人占绝大多数；从职务等级来看，总公司高层占7.1%，分支公司高层占5.6%，中层占51.6%，基层占34.1%，其他占1.6%，可以看出中层人员占绝大多数。
2.2  变量测量
为了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需要对4个变量进行测量，包括情感承诺、知识传播动机、人际信任倾向和知识转移。各变量的度量均借鉴已有研究使用过的成熟量表，同时，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对此加以适当修正，以作为搜集数据的工具。情感承诺量表主要测量回任人员对组织的目标认同和情感依附程度，综合借鉴Meyer等[21]79设计的“情感承诺”问卷量表，共设计了3个题项；知识传播动机量表主要测量回任人员愿意贡献知识的态度和积极情感，借鉴Hall[38]开发的量表（3个题项）设计而成，主要从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共享海外知识和经验的意愿及态度等方面来测量；人际信任倾向量表用于测量回任人员对母公司内部其他员工的行为、承诺或（口头和书面）陈述的可信度的估计，借鉴Rotter等[39]编制的量表（共3个题项），该量表被广泛应用于信任倾向的研究中；知识转移量表主要测量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共享海外知识和经验的数量及质量，借鉴学者Bock等[40]设计的研究量表（3个题项），用已获得的知识质量、知识被消化和吸收水平来描述。对于变量的英文题项的汉化问题，我们邀请外语系教师和组织行为学专业博士经过几次英汉互译后才最后确定每个题项的文字表述。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效度与信度分析
为了减少同源误差，根据Podsakoff[41]的建议，采用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方法来规避同源性偏差问题。在程序控制上，保证问卷填写的匿名性和研究目的的纯学术性，明确答案无对错之分等。在统计上，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问卷的测量量表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验证本研究数据同源误差的严重程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四因子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明显优于单因子模型，说明各个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
表1  研究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127）
	模型
	Χ2
	Df
	RMSEA
	TLI
	CFI

	零模型a
	720.400
	66
	0.243
	-0.204
	0.000

	四因子模型
	59.531
	48
	0.038
	0.971
	0.982

	三因子模型b
	130.420
	51
	0.096
	0.811
	0.876

	三因子模型c
	176.594
	51
	0.121
	0.701
	0.804

	三因子模型d
	167.874
	51
	0.117
	0.722
	0.818

	单因子模型e
	485.120
	54
	0.218
	0.031
	0.329


注：1）** p < 0.01，* p < 0.05，下同；2）a为在零模型中所有测量项目之间没有关系；3）b将情感承诺和知识传播动机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4）c将知识传播动机和人际信任倾向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5）d将人际信任倾向和知识转移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6）e将所有项目归属于同一个潜在因子
本研究均借鉴相关参考文献中的成熟量表测度变量，充分保障各构念的内容效度。选择主成分方法对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KMO值、巴特球形检验Sig.值和因子载荷值对变量的结构效度进行判断。运用SPSS19.0软件对结构效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了4个变量12个子题项的KMO值为0.753，巴特球形检验Sig.值为0.000，4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的累积解释方差占总方差的73.407%。对4个因子采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得到的旋转因子载荷值均超过0.5，均达到最低标准水平，指标的结构效度通过检测，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说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区分效度的检验方法是根据四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零因子模型以及单因子模型之间拟合指标的比较得出的。对比结果显示，四因子模型吻合得比较好（χ2(48)=59.531, p<0.01; RMSEA=0.038, TLI=0.971, CFI =0.982），而且这一模型要显著地优于其它三因子模型和单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如表1所示，表明各潜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信度分析是测量问卷的内容一致性和稳定性，本文采用Cronbach'α值作为信度分析的指标。一般认为α系数大于0.7为好，大于0.8被认为是高信度。本研究使用SPSS19.0对量表中的各个变量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情感承诺、知识传播动机、人际信任倾向和知识转移等变量的Cronbach'α分别为0.782、0.737、0.934和0.722，均大于0.7，内部一致性非常好。
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变量的平均值、方差以及Person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情感承诺与回任人员知识传播动机（r=0.330, p<0.01）、知识转移（r=-0.423, p<0.01）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知识传播动机与回任人员知识转移（r=0.429, p<0.01）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际信任倾向与情感承诺、知识传播动机和知识转移均相关但不显著，表明调节变量和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具有相互独立性，适合后续的调节效应的检验[42]。

表2  研究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关系（N=127）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Person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1.性别
	0.690
	0.480
	1.000
	
	
	
	
	
	

	2.年龄
	1.690
	0.613
	0.181*
	1.000
	
	
	
	
	

	3.职务等级
	3.170
	0.849
	-0.141
	-0.414**
	1.000
	
	
	
	

	4.情感承诺
	3.273
	0.819
	0.161
	0.099
	-0.218*
	1.000
	
	
	

	5.知识传播动机
	3.646
	0.803
	-0.010
	0.169
	-0.130
	0.330**
	1.000
	
	

	6.人际信任倾向
	3.121
	1.215
	0.286**
	0.112
	-0.110
	0.020
	0.026
	1.000
	

	7.知识转移
	3.814
	0.761
	-0.230**
	0.134
	-0.091
	0.423**
	0.429**
	0.047
	1.000


3.3  假设检验
本研究主要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hierarchical regression）来进行假设的验证，对知识传播动机和知识转移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假设检验结果（N=127）
	类别
	变量
	知识传播动机
	知识转移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控制
变量
	性别
	-0.055
	-0.107
	-0.264**
	-0.332**
	-0.303**
	-0.240**
	-0.340**
	-0.323**

	
	年龄
	0.141
	0.128
	0.161
	0.150
	0.116
	0.100
	0.111
	0.09

	
	职务等级
	-0.079
	0.010
	-0.062
	0.050
	0.048
	-0.028
	0.056
	0.07

	自变量
	情感承诺
	
	0.253**
	
	0.390**
	0.322**
	
	0.328**
	0.259**

	中介变量
	知识传播动机
	
	
	
	
	0.268**
	0.426**
	0.264**
	0.297**

	调节变量
	人际信任倾向
	
	
	
	
	
	
	0.130
	0.032

	交互项
	知识传播动机*

人际信任倾向
	
	
	
	
	
	
	
	0.266**

	参数
	R2
	0.034
	0.196
	0.088
	0.334
	0.391
	0.263
	0.407
	0.462

	
	F值
	1.453
	5.867**
	3.906*
	12.017**
	12.751**
	10.787**
	11.560**
	12.572**

	
	△R2
	0.034
	0.162
	0.088
	0.246
	0.058
	0.175
	0.015
	0.055

	
	△F
	1.453
	12.093**
	3.906*
	22.152**
	11.273**
	28.761**
	3.078
	12.066**


注：**、*分别表示P<0.01、P<0.05水平上显著

（1）主效应。假设1提出情感承诺对知识传播动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了验证假设1，首先将回任人员知识传播动机设为因变量，其次加入控制变量(性别、年龄、职务等级)，最后将情感承诺放入回归方程。由表3可以看出，情感承诺对回任人员知识传播动机（M2, β=0.253, p<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1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2）中介效应。假设1情感承诺对知识传播动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且假设2提出知识传播动机对知识转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与知识转移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根据Baron等[43]建议的分析步骤，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来验证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与回任人员知识转移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由表3可以看出，情感承诺对回任人员知识转移（M4, β=0.390, p<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知识传播动机对回任人员知识转移（M6, β=0.426, p<0.01）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2得到数据支持。在加入了中介变量知识传播动机后，情感承诺对回任人员知识转移（M5, β=0.322, p<0.01）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知识传播动机仍对回任人员知识转移（M5, β=0.268, p<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与回任人员知识转移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3）调节效应。假设3提出人际信任倾向会强化知识传播动机与回任人员知识转移之间的正向关系，为了验证这一假设，首先将回任人员知识转移设为因变量，其次依次引入控制变量、自变量（知识传播动机）和调节变量（人际信任倾向），最后加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项。为了消除共线性，在构造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项时，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分别进行了标准化。由表3中的模型8可以看出，知识传播动机与人际信任倾向之间的交互会对回任人员知识转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M8, β=0.266, p<0.01），这表明，人际信任倾向越高，知识传播动机与回任人员知识转移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强，支持了假设3。图2表明了这种交互的影响模式，本文分别以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基准，描绘了人际信任倾向对知识传播动机与回任人员知识转移关系的影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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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际信任倾向在知识传播动机与知识转移之间的调节作用
（4）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4提出，人际信任倾向会增强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与回任人员知识转移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本文运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 method）分析了在不同人际信任倾向水平下，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与回任人员知识转移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以情感承诺为自变量，当回任人员人际信任倾向低时，知识传播动机对回任人员知识转移的影响不显著（r=-0.036, n.s），而当回任人员人际信任倾向高时，知识传播动机对回任人员知识转移具有正向影响（r=0.644, p<0.01），同时它们系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Δr=0.608, p<0.01）；此外，情感承诺对知识转移的间接影响（通过知识传播动机）在人际信任倾向低时不显著（r=0.004, n.s.），而在人际倾向高时则为正向显著（r=0.282, p<0.01），且两者的差异亦显著(Δr=0.278, p<0.01)。因此，人际信任倾向能强化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与知识转移之间的中介作用，假设6得到数据支持。
表4  人际信任倾向调节知识传播动机与知识转移的中介效应分析（N=127）
	调节变量
	PMX
	PYM
	PYX
	PYM PMX
	PYX+ PYM PMX

	低人际信任倾向
	0.122
	0.036
	0.335**
	0.004
	0.339**

	高人际信任倾向
	0.438**
	0.644**
	0.165*
	0.282**
	0.447**

	差异
	0.316
	0.608**
	-0.170
	0.278**
	0.107


注：1）X代表情感承诺，M代表知识传播动机，Y代表知识转移，PMX代表情感承诺对知识传播动机的影响，PYM代表知识传播动机对知识转移的影响，PYX代表情感承诺对知识转移的影响（直接效应），PYMPMX代表情感承诺对知识转移的间接效应，PYX+PYMPMX代表情感承诺对知识转移的总效应；2）高人际信任倾向代表均值加1个标准差，低人际信任倾向代表均值减1个标准差
4  结论与启示
4.1  主要结论
本研究以跨国公司回任人员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法探讨了情感承诺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分析了人际信任倾向和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与知识转移之间的调节作用及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情感承诺对知识传播动机有正向影响，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与知识转移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情感承诺不仅对知识转移产生直接影响，而且通过知识传播动机的中介作用对知识转移产生间接影响；（2）人际信任倾向的调节作用得到验证，即人际信任倾向能强化知识传播动机与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3）检验并验证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人际信任倾向能强化情感承诺与知识转移之间的正向关系，即人际信任倾向越高，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与知识转移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就越强。
4.2  管理启示
首先，情感承诺对回任人员知识传播动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该结论说明情感承诺能够激发回任人员的知识传播动机。高情感承诺的员工对组织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愿意通过知识传播来实现组织目标，因此，为了提高回任人员的情感承诺，激发回任人员在母公司内部自愿传播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母公司管理者应采用多种方式让回任人员知觉组织的关心和支持。例如，营造人性化与合意的工作环境能让回任人员忠诚地为组织服务；鼓励和支持回任人员参与新建的项目团队能使回任人员与团队成员形成紧密的关系，增强对组织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为回任人员提供明确的职业发展道路能够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并对母公司产生较强工作责任意识；充分关注和了解其心理动态和问题能使他们感知组织的温暖；提供能满足其对职业目标、职业任务和职业挑战等需要的工作岗位能充分发挥其外派期间获得的国际知识和技能，提高回任人员的存在感和成就感。
其次，知识传播动机在情感承诺与知识转移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该结论一方面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知识传播动机对知识转移有显著正面影响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情感承诺不仅能直接提高回任人员知识转移的可能性，而且能通过增强回任人员的知识传播动机来提高知识转移的可能性，这是本文研究的新发现。知识内嵌于回任人员的头脑中，难以自发地在母公司内部传播和共享，因此，母公司为了提高回任人员知识转移的可能性，增强回任人员的情感承诺和知识传播动机显得非常重要。
最后，人际信任倾向能正向调节知识传播动机与知识转移成功之间的正向关系。该研究结论表明人际信任倾向越高，知识传播动机对知识转移的正向作用越强烈。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知识传播动机对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首先，母公司管理需要注重回任人员人际信任倾向的培养，例如多举办一些论坛、交流会、讲座、培训、联谊等集体活动，促进回任人员与母公司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增进他们之间的熟悉了解，降低他们之间的防御心理；制定明确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适度分权，将领导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制度化，营造出融洽的组织气氛，让回任人员在公司中乐于工作又有家的感觉。其次，给予他人信任才能赢得他人信任，回任人员也需要不断地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掌握丰富的资源，这样易于取得他人的信任。
4.3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1）数据收集的限制。如果调查问卷的测量量表部分由公司部门高管来填答，就可以减少被调查者因对某个变量的情况不了解而导致的填答信息偏差。（2）控制变量的选取问题。本研究没有对回任人员的回任年限进行控制。考虑到具有不同回任年限的回任人员可能对变量题项的感知和理解不一样，未来的研究需要对这个变量进行控制。（3）所做问卷调查仅在中国进行，样本数量小，因而得出的结论不一定能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研究者可以通过收集大样本对中西方环境下回任人员知识传播动机的影响因素与知识转移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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